
魏晉玄學中的基本哲學問題探究

摘要：

本文討論魏晉玄學中王弼注老及郭象注莊中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差異，旁及裴頠崇有論之作對於王、郭的適為比較。作為玄學時代的理論家，王弼和郭象的註解性作品中不僅反應了玄學的精神以及建構了玄學思辨的哲學觀點，更且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也建立了新的哲學問題意識，此即反應在本體論哲學問題上的新的思考進路。王弼對於老子在道論上的繼承主要反應在對於最高道體的抽象性徵上的建構，道體是存在的，它是萬物宗主，只其存在的特徵是無形無象的，因此體道的功夫是以無為本的。至於郭象乃提出一個玄冥之境的概念以處理萬物共生的根據問題，但是最高道體是不存在的，因為物自生爾，所以功夫是任而不助。本文即將討論對於這樣的理論進路的成立的可能性問題，亦即作為本體論哲學問題意識中的觀點主張在王、郭的脈絡中如何能夠合理地轉化為功夫哲學的命題根據的問題。本文將指出，王弼心理上要處理的是對於道德意識的肯定之餘卻要否定虛偽而徒具形式的僵化教條對人性的桎枯，因此藉由道體的無形無象的存在特徵而指出以無為本、崇本息末的處世功夫，這就顯現出了本體論哲學中的以無為為主，以道德意識為輔的「實存性體」，與以存在形式中的無形無名的道體的「抽象性徵」的兩路本體論思維的進路的差異。本文將指出王弼在此進行了一個非法的哲學跳躍，要從無形無名的抽象性徵過渡到無為守弱的實存性體，是一個不具備充足條件的哲學的跳躍。至於郭象的哲學思考是要提出一個既能保存自己的本性又能存活於世俗中的安於現狀的哲學命題，於是對意義與目的的本體論問題提出物自生爾的主張而否定了整體存在界有一個統一原理的可能，只提出一個獨化於玄冥的空洞的概念作為萬物共生的基礎，由於玄冥之境乃不可知爾，於是容許了經驗的世界充滿了存在的紛紜卻也各適其性，這就使得本體功夫的論理格式出現了一種缺乏統一原理的保證卻要在自我個性中自作逍遙的型態。最後本文要指出這兩種理論型態都顯現了本體與功夫割裂的理論缺點，既不能為儒家張本，亦不足為道家開路，理論上的嚐試終究只是一個悲劇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心靈慰藉。但由中所見出的本體論哲學基本問題的分疏，卻有助於我們強化中國哲學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的理論架構。即如何適為調和本體論的兩路思維於體系中的同一適用性。

關鍵詞：王弼　裴頠　郭象　老子　莊子　貴無論　崇有論　玄冥之境　跡本論

一、前言：

本文以「魏晉玄學」為研究探討的對象，而非以整個「魏晉哲學」為探討的對象，這是因為在王弼、郭象的哲學問題傳統中，主要進行的是一個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集中創發的時代思潮，這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魏晉時期除了王弼、郭象所代表的玄學傳統之外，尚有道教及佛教哲學的理論探討，由於道教與佛教在魏晉時代也仍有重要的義理建樹，然非本文所論之範圍，故而本文以「魏晉玄學」標題，探討王弼、裴頠、郭象之作，以為研究對象之明確界定。

　　我們所謂的「基本哲學問題」，是一個在形上學理論建構上的基本哲學問題之理論關懷，我們認為在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研究進程中，面對諸多當代詮釋的爭議，唯有重新反省中國哲學的理論特質，方能提出既能準確詮解中國哲學又能繼續發揮創造體系的理論觀點，這當然也就是一個針對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的理論研究工作。作者近年來多次以「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為中心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作為建立中國哲學解釋體系的方法論的嘗試，認為中國哲學在富有實踐特質的天道論理論建構上應該重視以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配合本體論哲學及宇宙論哲學之四方架構作為建構中國哲學的形上學體系的方法論基礎，也在這樣的觀點下，持續以哲學史上各家學派的原典詮釋工作來建立更多的對於此一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的使用經驗，本文之作即為欲以魏晉玄學中的形上學義理關懷為討論主題，企圖藉由主要是本體論哲學進路的魏晉王弼學及郭象學之道家哲學詮釋體系的探究，為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在義理特質上進行解析，希冀有以增進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內涵。

二、王弼注老之作在形上學問題上的重心

老子之作的形上學色彩濃厚，王弼注老當然必須反應王弼對老子論道的觀點，但是整個魏晉哲學的理論關懷毋寧是政治社會關懷重於形上義理建構，所論之「崇本息末」、「守母存子」者
，即為一政治關懷下對老學詮釋之總結，在形上學問題方面，其於老子論道之詮解主要即提出「無形無名為萬物宗主」之說
，此一命題判定是為一本體論哲學的問題意識。就形上學研究的本體論與宇宙論之兩個側面言，老子之作中確有明顯的宇宙論語句，只其於宇宙論哲學的觀念闡發並未深入，而未形成體系，故於老子哲學研究中之宇宙論哲學問題宜以捨棄之，雖然整個老學史中仍充滿了宇宙論的體系建構，如《河上公注老》之作中以精、氣、神、形、魂、魄諸說建立人體宇宙學
，如嚴君平老子指歸以「道、一、神明、太和、天地」諸概念建立宇宙發生論之發展歷程觀
，然而這是道家哲學發展史上的後人之創作，不必歸功於老子，就王弼注老而言即未見其在宇宙論的哲學思維上有所用力，這是哲學知識發展史上的實況，不必強有理論上的扣合。

如上所論之王弼注老之作中對於老子形上學的繼承是以本體論哲學的理論關懷為進行之目標，那麼王弼到底繼承了什麼？發展了什麼？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問題。就本體論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方法論意義而言，作者於老子研究中曾提出老子論道之兩重進路，其一為實存律則、其二為抽象性徵，前者乃老子以「反者道之動」之律則觀解事務變化之道而提出「弱者道之用」之功夫哲學，即以「反者道之動」為「實存律則」，而以「弱者道之用」為「功夫哲學」。此一觀點為老子的哲學獨斷，亦為老子哲學對價值觀念的義理定位，而成為中國文化中對於道家智慧的一般認識，亦為老子對中國人價值心靈的主要貢獻重點，它形成了一種人生的態度，當這樣的價值智慧在人倫社會運用之時即創造了人際互動的情況，推進了社會發展的動線，所以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實踐的觀念，是一個實踐主體的心靈蘄向而有著改變社會的創造動力的概念。我們給它一個稱謂即為「道體的實存性體」，它負擔了價值、意義、目的等本體論哲學問題的解答功能。對於老子的抽象思辨的論道進路而言即為老子言道之抽象特徵者，如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象帝之先」等，這是對於作為一個天地萬物的總原理的抽象特徵的哲學思辨下的觀點，這是老子獨有貢獻於中國哲學的形上學的思辨哲學進路的重點，這是對於作為最高概念範疇的對象本身的抽象特徵的思考，我們給它一個本體論問題項下的名稱，謂之「道體的抽象性徵」。從我們所提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在一路下來的探析，道體的實存性體之學是功夫哲學的內涵，道體的抽象性徵是境界哲學的內涵，實存性體是「反者道之動」，故而功夫是「弱者道之用」，抽象性徵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所以聖人的境界是「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太上不知有之」
。

  　我們以這樣的本體論的基本哲學問題解析的觀點來檢視王弼注老之作中關於本體論論旨的諸多注解性發言，將會發現王弼有嚴重的哲學錯置的理論混亂現象，故而勞思光先生批評王弼於價值的問題上把握不清
。

三、王弼混淆抽象性徵與實存性體的原典疏解

王弼言：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

宇宙始源的狀態是無形亦無名的，它一方面是一個無形無名的情狀，另方面即由在此一情狀中之道體而始生了天地萬物。如果道是那個最高的存有之概念，那麼天地萬物即始生於道之無形無名之情狀中，故而無形無名是一個對於道體的存在性徵的描寫。在此一意義下無形無名成了道體的一個代辭，它即是道體的抽象性徵。王弼言：
「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

這就是說在哲學體系上已經預設了道體的存在，並由之而始成萬物，但是道體自身的存在性徵是無形無名的。王弼言：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

無為是實存性體的概念，是主體的態度，是道體作為意志主體的價值態度，這與道體的抽象性徵是無形無名的思維進路是不一樣的進路，無形無名從宇宙始源的存在性徵上言說，它不一定能推出主體的價值態度是無為無造的，無為無造是另一個本體論的哲學問題的判斷，是實存性體的本體論問題的判斷，於是從無形無名到無為便是一個從抽象性徵到實存性體的過渡，這一個過渡沒有必然性，認為有這樣的必然性是一個哲學的錯置，這是王弼自己的推演。但是老子確實講無為，那麼老子的無為是如何講出來的呢？一個是從反者道之動的實存律則所講的功夫主體的弱者道之用的無為義，另一個是以無為作為道體的價值態度，是說的道體對天地萬物的無為，天地不仁是一個無為，道體是不仁，不仁是無為，無為是價值態度，是性體邊事，所以老子也確有無為的道體的價值態度。問題是老子的這個無為的觀念脈絡如何定位呢？在老子而言，天地萬物以反者道之動為一個律則的法式，整個轉出弱者道動之用的功夫原則，貫穿老子全篇討論社會政治操作原理的命題皆以之為據，既要守弱即是無為，故而損之又損以致無為，因為人心紛作，不無私無為不足以無不為而成其大公之私，故而復以無為為道體之價值態度，故而無為既是道體之價值的態度，亦為功夫主體的修養蘄向，蘄向即入手，性體即為功夫之入手，蘄向著一個無私慾的自我境界，這樣的無私義的無為與儒家《易傳》的「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差別
，在於《易傳》的易體亦即道體是繼善顯仁的道德目的性之主體
，性體以道德意識為內涵，充分展現其目的性，而老子的道體不以道德意識為一目的性的主體，道法自然仍是一個無為的價值態度。所以從老子論道的實存性體的本體論哲學觀念來看，其一義為反者道之動的實存律則，另一義為無為的無目的性的實存性體。無為是老子論道的另一個獨斷，作為獨斷的哲學判斷即是一個哲學體系的最高預設，性體如此，功夫即以之為蘄向，故而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

至於王弼論於萬物自相治理者，並非能即謂萬物與道體割裂了存有上的關係，而是萬物的各個主體體現了道體的無為因而彼此無為，萬物之間不要彼此侵傷，這一點也正是郭象與王弼最大的差別，後論詳之。那麼，王弼所繼承的老子的本體論哲學應是一個論於道體的實存性體的無為的價值態度，一個無目的性的自然無為義的道體。然而觀於王弼注老之作中，王弼所發揮的義理層面卻非此一重點，反而是在道體的抽象性徵之一路，而無為之一路當然也必須為王弼所保留，只其於此一進路認識不深未能更有創發甚而委屈了義理。王弼言：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

作為萬物之宗者是道體，道體有無形無名的性徵，以性徵說道體，故以無形無名說萬物之宗。王弼於《老子指略》中欲避免以道以玄說此最高存有，故標出「萬物之宗」的概念，實則「萬物之宗」之意義亦正是道體的抽象性徵，故而所指涉者亦仍是道體。王弼言：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

萬物之始之成有道體之作用在，但道體的存在性徵是無形無名，故而萬物不識不知，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聖人效習此道，則亦應有一個不為所知的意境在，所以我們說道體的抽象性徵是直接作為修道者的境界描述語。但是這個不知並非沒有，而是有，只是無形無名，這是抽象性徵，至於它的義涵是無為，即實存性體，這是形上道體的兩路作用者。王弼言：
「道以無形無名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

    無形無名是道體的抽象性徵，只是一個存在的姿態，並非作用的意志原理，無為則是一個實存性體的概念，體道者以無為為君，則是效法道體的實存性體之體性，由抽象性徵到實存性體是一個哲學的跳躍，王弼不識這個跳躍，其實無為是另一個層面的本體論原理，不來自無形無名的道體的抽象性徵，而來自道體的實存體性。王弼言：
「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

    以無形體說寂寥，是以性徵說寂寥，以無物匹之說獨立，也是以性徵說獨立，寂寥與獨立皆是對於道體的抽象思辨下的命題，道體具備著無形無名寂寥獨立的抽象性徵。這是同於老子論道的抽象思辨的認識進路下的命題。王弼言：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以無為本者只能說是以無形無名的道體為本，這卻與功夫無涉，功夫應與實存性體相關，道體的實存性體義是一個實有，實存性體負責作用，作用中有實存性體的規範在，一但作用，即為性體在指導著作用的蘄向，老子的道體的實存性體是無為，無為是在道體的實存律則的反者道之動下推出的，體道者效法天道的作用而在天地萬物紛然之際意欲全有，則應效法反者道之動之律則而以無為為性體的蘄向性，故而應以弱者道之用為智慮之蘄向，而不是以無形無名的道體的抽象性徵為蘄向，無形無名是境界，無為是功夫，這便是王弼對於老子本體論哲學的錯置。王弼言：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

　　物有生、畜、形、成之作用歷程，此一歷程之源頭有道體之作用在，此一作用有性體的規範在，此一規範是一個反者道之動的律則以及無為的胸懷，但是此一道體自身的存在性徵是一個無形無名獨立寂寥的情況。王弼言：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

物生功成之可能必然地預設著一個更高的原理性實體，這個更高的原理性實體它的存在的性徵是無形無名的，它是萬物之宗，故以無形無名說此萬物之宗，是以這個更高的原理的存在的抽象性徵說此萬物之宗，王弼以為以道以玄說之都是溢出了對於萬物之宗的無形無名的性徵的描繪[
]，故而多以無形無名說之，並且以為體道者的無為功夫即是源於對這個萬物之宗的無形無名的性徵的效習，這是一個王弼老學的哲學錯置。

　　

四、本體論哲學在儒道兩家的表現形態

本體論是一個題目，本體論是中國哲學各學派在體系構作上的一個必經之路，是有所論理於整體存在界的意義、目的、有無、價值等抽象理論問題的題目，針對這個題目，各學派有其不同的看法，從方法論研究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各哲學家有其不同的論理重點，有其不同的問題意識的型態，就魏晉王、郭之作中，自來哲學史作品中多以本體論建構說之
。就道體之說而言，由老子標出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之說以後，莊子標出依於造化之逍遙無待之說，《中庸》標出誠者天之道之說，《易傳》言此道體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皆就實存性體之實存義下所說之道者。就抽象思辨之道體性徵言之，老子言其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象帝之先」等，莊子言其「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等。王弼以之為「萬物宗主」，揚雄以「太玄」稱名之，此皆中國哲學史上對於道體之言說，皆為在本體論這個論題上對於道體的實存性體之進路以及抽象性徵之進路上的言說。道體者天地萬物之總原理也，它首先規範著哲學思辨中最高概念範疇與天地萬物的形式關係，這是一條貫穿哲學史上具有不分學派性格的相互繼承性的理論發展之線索，這是道體的抽象性徵，至少在佛學影響尚未深入以前的中國儒道哲學中，道體的抽象性徵一路尚未有清楚的學派間之理論觀點的區別，甚至有相互借用的現象。至於實存性體則自始即有儒道之別，實存性體者即是規範著由主體思維所對設的道體的意義性內涵。老子是一個對治慾望的「反者道之動」的思維，老子要領導者「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因為潛藏的好名爭勝的慾望是一切人心的通病，所以要使民不見可欲，所以老子絕未建立性善論，對治的方法是「損之又損以至無為」，這便是聖人的修養方法，也是道體的實存性體之內涵。至於儒家的中庸之作中，由於有鑒於道體的理論建構的必要性，故而以誠者天之道說之，天道是以誠體建元的道德意志性原理，所以人道則以道德性的修養功夫為進路，故曰誠之者人之道，這是道德意志性的道體，儒家本體論的實存性體是以道德意志為其實存實感的天道。因此儒道的修養論進路即有所區別，老子以止欲無為為功夫，《中庸》以建立道德意志為功夫。

在這一路下來到了王弼對道體的思考是以抽象思辨的老子道論為繼承與發揮的重點，道體的身分是萬物宗主，而萬物宗主是無形無名的，無形無名乃言其在存在的特徵上是一個無形無名的存在，它實有，但是卻不以天地萬物之一之身分而存在於天地間，故而說其為無，說無不是說沒有這個道體，而是說有這個道體，但是這個道體卻不以萬物之一之身分而存在，並且道體的存在呈現著無形無名的姿態，這是對於道體的抽象性徵之哲理研議的成果，這樣的成果轉入於功夫境界哲學之進路時應即為聖人體道之境界之描述語，但是王弼卻以這樣的成果轉入無為說之中，這其實是一個哲學的錯置，無為的功夫應是源於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及無為之道體的實存性體，這是聖人體道之功夫的入路，以無為為本體論的實存性體，則仁義皆落在其下了，雖落在其下卻亦非所斥，可謂道家老學本體論思維中是以無為為最高概念範疇，為實存性體義的道體，是為上德，仁義為下德，層次有落差，但絕無反對之意。所以王弼學亦可保存儒家道德意識。

　　再深究之，老子所言之道體之無為者，乃實指天地對萬物不主張任一個物之特出的重要性，故而任一個物應以無私無欲為個物本性，即無為，故而無為是道體規範於存有者的本性，至於道體自己呢？它以反者道之動的律則揭示了道體有一玄同作用義的不仁，玄同才是自然之最終意志，但是玄同並不特別針對任一個物，而是同時針對所有個物，亦即道體不對任一個物有其私意的主張，故有玄德，只要個物皆無為，即不會因自己的特出而遭到反者道之動的厄運，亦即被道體給玄同了的厄運。至於仁義，則是玄同、玄德、無為之下的價值，故而老子不必反對道德意志的存有地位，只要個物不以仁義而特出，即不必絕仁棄義。

五、裴頠崇有論批判貴無說的義理辨正

王弼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被稱為魏晉時代「貴無說」的代表，貴無說也是一個有歧義的概念，裴頠的崇有論即以貴無將會毀棄禮制，「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
，若真有貴無之義，則貴無可以外形，可以遺制，可以忽防，可以忘禮，但是這只是說在約形守制嚴防行禮的作為之時，更有一不故作姿態的從容，不矯飾仁義的真實，把握更真誠寬博的胸懷，使禮制恢復實感，並非即欲以毀棄禮制為目標，無者無其營欲構作之私者，此貴無以無為為本體之真意。亦即欲守母存子崇本息末者。《崇有論》說「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此誠諦解。我們當然理解到《崇有論》是一個社會政治的要求，是面對張揚「貴無說」以毀棄禮制的魏晉時人之呼籲，其所關切的貴無之流弊亦確有其事，因此貴無玄風作為一個時代的病徵是確實存在的，但是此處我們要進行的是哲學觀念的界定，這是哲學研究的目的，哲學研究可以保留對於社會政治現實影響的分析，但是一定要進行哲學觀念命題的義理可能及觀念合理之檢證，王弼哲學理論建構有其觀念義理定位的錯置，崇有論者亦然。《崇有論》所批評的「貴無說」是一個社會現實結果的貴無文化現象，王弼義理如果要以貴無標宗，則其貴無即為一無為的胸懷與無形無名的境界而已，其與文化現象義下的貴無說是兩回事，王弼貴無義理自有我們從基本哲學問題研究進路上所作的批判，但卻與裴頠之說在義理上無關。

《崇有論》做出對老子的評價「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此處所論之有生於無、以虛為主者，又是一個哲學義理的錯置，以虛為主之虛是一個態度的概念，有生於無者是一個存在的概念，不論所議之有與無者是一個事件還是一個存在物，這都與作為態度觀念的虛者無關，《崇有論》與王弼皆混亂此旨，事件或事物的存在之有無與人生態度之以虛以實乃是無關涉者，這是第一個理論的錯置。崇有論又言：「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也，生以有為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這也是從存在上所論說的有無，存在上的無不能生存在上的有，這是從個物之存在性的現象上的言說，不是從本體與個物的關係上的言說，若論於本體與個物者，則本體以無形無名的存在的性徵而生有形之個物，這是王弼之所論者，《崇有論》並不進行這樣的思維，崇有論思索的是存在物的系列，論於始生者仍應是於一存在系列之有形有物者，這樣的問題在淮南子及嚴君平老子指歸中都已經討論過了，但是他們是宇宙發生論的思維，他們都指出有一無形至有形的道生天地的歷程。而崇有論此處則是一個本體論式的思維，那個存在的始源本身應該是一個實有者，故而不應是無，若喪失了對於有的堅持，則天地萬物之生成即遭侵傷。崇有論認為王弼言虛無即是對於天地萬物的有生的侵傷。又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濟有者是一個存在的始源，當然這一個存在的始源是一個道體還是一個物體這個問題恐怕崇有論作者並未深入思維了，如果它是一個道體，那麼就道體的實有性言，王弼也是這個思路，王弼說的無是道體的體性是一個無為的胸懷，道體的性徵是一個無形的存在，道體實存以無為胸懷作用於萬物，無為無不為即是一個有所為之態度，裴頠以濟有者皆有也，亦可為此義。如果是一個物體，則即是前義所論之存在系列之事，則此非一形上學之思考者，最終仍需思考一未形有物之際之存在的始源為何的問題，要不就是確立一宇宙論的無始以來永恆長存的宇宙觀，但是這也仍未解決物之所以為物的普遍原理的問題，就本體論哲學的道體實存的問題，郭象是取消了道體之實存，但是王弼並未取消，在貴無說所據的王弼學思中亦非取消道體實存，故而《崇有論》之整個立論的思考從基本哲學問題的本體論哲學義理疏解上看來，確實是一多餘、不徹底、且問題意識含混的理論構作。

六、郭象錯解莊子的本體論哲學建構

郭象是一個有一致性哲學觀念建構的理論家，雖然對於莊學主體精神完全把握錯誤，但是通篇從頭錯到底的注解之功卻也明示了一個郭象玄學的哲學體系，郭象錯解莊子卻並不妨礙其為一成功的哲學理論構作者，一個哲學體系的成功乃決定於哲學體系構作的完備一致性，並不決定於哲學立場的方向，我們認為郭象哲學方向不同於莊子，但是郭象卻創造了他自己的理論型態，成為道家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新型態的道家哲學體系。

郭象是一個本體論哲學進路的理論思維工作者，然觀於郭象注莊之本體論觀點，實為一對於本體之道之否定者，即為否定一有價值之根源的道體之存在者，郭象的本體論主張一個空無的道體，亦即是對於這個道體的存在的否定。作為整體存在界的總原理意義下的道體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物自生爾的個物自性而已，而個物自性是為何而為此一性份的呢？「不知也」，既言不知，即言其並無一更高的原理以為根據，至於所有個物之共存的和諧如何而有呢？「獨化於玄冥之境也」，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說法，「玄冥之境」的意義也是一個意義上的空無，當郭象建立了在道體的這幾個層次上的論說之後，一切價值上的言談便缺乏了形上的依據，價值的活動便完全是個物自性的自我定位，並且這個自我定位依然缺乏超越的根據，沒有任何一個層次的原理可以作為這個價值活動的根據，這就是郭象將道體獨化於玄冥之境的理論結果。既然沒有任一層次的原理可以作為價值的依據，那麼郭象言於人世活動的意義就成為只是個人依其適性之自況而取其作為之方向了，他所說的「跡本論」就成了只是一種漂亮的話語
。
　　本體論的道體不存，作為功夫蘄向的實存性體不存，其實即已無所謂的功夫活動了，表面上看起來，郭象的功夫論主張一個物任其性的功夫，但是一個缺乏了道體的標的作為功夫的入手以及蘄向的理論體系是沒有功夫可言的，功夫旨在提昇存有者的境界，企求其儘可能地與道體合一，既然缺乏了道體的存在，那麼功夫就只是在個物自性之原有層次上打轉，打轉而欲言其有無相融跡本互用，實已為一虛妄的自我意識的執著與自作清高的標榜了。

　　哲學史上以郭象在魏晉社會政治觀中是為一名教即自然之主張者[
]，對於人存有者的個物自性之自況而能為名教中人者，其即身在名教中取得了自我個性的自適，既已自適即為自然，此一自然只是自爾，自以為適性之自然的意境，這樣的自然與捨棄物慾與造化逍遙的精神是背離的，依據郭象對性份的觀點，芸芸眾生之中有名教中人也有非名教中人，名教中人自適地在名教中陶冶自然的心靈意趣，那麼非名教中人呢？非名教中人即不應妄求名教中的富貴，然而誰應該是自性中之非名教中人？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在名教中才能自適，因為這樣他才能救國救民為社會服務，因此一意汲求，不要只是自然，又或有人認為自己在自然中才能自適，因此一意逃官，不要名教，那麼這兩種人的意境如何呢？因為郭象說出名教中人能有本有跡，似乎才正是聖人的意境，所以前述兩種人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格，這就是郭象論說的中心意旨，可議之處多矣。

　　最後，郭象在宇宙論的基本哲學問題上是無所闡述的，莊子書中富有神仙世界的境界言說所預設的它在世界觀點在郭象的詮解下成為聖人跡本論下的心理舒適心境的自況。如此也喪失了在基本哲學問題意識上的宇宙論進路的哲學問題意識的進展的機緣。

七、郭象否定道體存在的原典疏解

　　郭象莊子注言：
”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郭象認為萬物之行為都是依於己意而為之，並非有一背後的原因促使之然。這就開啟了郭象取消道體的觀念前導。郭象言：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樁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

　　在郭象的語辭用法中，「天地以萬物為體」，則無一獨立之天矣，只是萬物紛紜自己而已。「萬物以自然為正」，仍然沒有一個超越的自然以為依據，而是萬物以己性為主，所以天下萬物之壽命長短，都不是外因使然，都是自己而然，同時也都取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由於存在的合理性根源在個物自身之中，因此表現在莊子＜逍遙遊＞篇中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境界低者永遠不能了解境界高者」等超越追求之精神便皆滑落，郭象可謂極大程度地錯解了莊子，但是他也因此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點，這一套價值觀點則需一套形上學觀點來證成。此即郭象藉由取消道體的形上觀點者。郭象言：
”此天賴也。夫天賴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聲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

莊子以天賴喻道，形象上言即是風，風自己是無聲的，有聲之出乃風入竅穴絲竹之中者，風無聲喻道無言，凡所有社會議論皆失道之論，皆一己之成見爾，若欲見真理，只有回復道的思維中，即寥天一的境界中與造化者游者，故而莊子以合道之論斥眾人之成見。所以莊子是有道論的，莊子的道體是一個逍遙自適的造化，體道者即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忘仁義、忘禮樂、忘天下者，價值的理想乃定位在精神生活的無限超昇，卻從不沾染名教中事。郭象卻不然，郭象以眾人之自況為真理之定證。「天賴非別有一物」，即排斥道體存在之說，「眾竅比竹共成一天」，即追求個物獨立自主之性份內事，此郭象之哲學立場，其所藉以論證之途乃藉由萬物的存在依據的問題之探討而來。即其言：「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
　　郭象所言之無者乃一經驗上不存在之因素，凡存在皆來自存在，不存在與存在是永不交涉的兩極，郭象以此說剪斷無形無象的道體與經驗現象世界的關係。郭象以為論於道體是無者乃為主張一經驗上不存在之物之作用而產生經驗上存在之物之說者，而郭象認為不存在就是不存在，不可能產生存在者。郭象將「有、無」皆視為一「物」，無既無「物」，如何生有？實則王弼言於「有生於無」者乃謂存在之物乃依於一原理而始有此物者，故而無乃一原理，故而此一原理成為體道者處世之智慧，是為一形上道體對價值取捨的超越根據，此說非從經驗存在物之生發系列上說。另有一從經驗存在的發生系列上說者，乃《淮南子》言於天地萬物由一無形狀態發展至一有形狀態者。在道家哲學發展史上的宇宙發生論中論於經驗存在物之生發系列者，皆有一道氣不分的宇宙始源之情狀在，其中一路由無形之混淪發展至有形之萬物，另一路由無形之原理永恆地作用於萬物之變化歷程中，前者是宇宙論的思維進路，後者是本體論的思維進路，中國儒道兩家在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構作歷程中一直地未予區分此兩路之別，但皆有言說於「無」。郭象此處之說項亦極為含混，至少不是前此本體論者說無之思路，亦非前此宇宙論者思維之路，只能說是一個感官知解層次上的現象言說，現象上個物之生存存在之事乃一當下的實然，個物自身即是個物存在的絕對根據，無一外於物之自己而然的原因以為此物之本性者，則此物之自性又定於何處？如何確定？物之自己詮解乎？眾物紛紜，標準萬端，誰都想要申己而黜人，則禮制之大亂豈非由此！郭象此說即取消了天概念作為一超越原理之存在者身分，亦即天道概念之取消，如此即為一主張無形上道體之形上學觀點。那麼，物之共生結構中之和諧性從何而來呢？這是郭象必須解說的問題。郭象言：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衿。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之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莊子言於罔兩問景，是要取消個物自性之執著，使其回復於天道之齊一之中，罔兩待景，景待形，一系列的依附行為之歷程顯現了知識份子對於自己所堅持的事物的荒謬性，不如放下一切的堅持，使自己回復與道為一的齊物之境中，而能與超越眾形的造物者同其逍遙，而取得在現世生活中的獨立尊嚴與自由精神[
]。郭象之註解卻非此之路，郭象所注解之造物者乃非造物者，實則無有一造物者，乃眾形之自物之造物概念，故而在郭象的形上思維中，是不主張有一個超越的造物者的存在的，「造物者無主」，於是物各自造皆無所待，這就引發了兩個理論上的問題，其一是物又如何而自造？其二是眾物之和諧性又因何而然？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郭象以不知為答，就第二個問題而言，郭象以獨化於玄冥為答，這兩個答案都是哲學思維走入絕境之下的不負責任的說法。

　　由於郭象主張物乃自生不依於他物，故而決定個物之性的原理必須交由自己處理，但是個物自性只是一個任性之實然，為何如此，無從說明，因郭象不承認有一超越原理在作用者，故而其原因亦不得而知，既不得而知，則任而不助，任何存在者皆不宜去影響別的存在者的存在蘄向，事實上也不可能影響成功，個物自性交由個物自知之，問題是，個物如何而自知其自性，其所知之自性是一感官欲求下之自性還是一理性思維後之自性？郭象於此未能辨析，亦不辨析，個物之自性即為郭象所見之社會實然中之眾人之階級地位才情個性之當下現況而已，如此則人物之理想性與功夫之超越躍昇之意義皆不必存在了。

　　就眾物之和諧性如何而然而言，個物之自性之為何如此之原因個物自己不知，亦不必求知，當下實況之實然即此一個性之本然，則此一眾物共生之和諧問題亦為一無可解答的問題了，郭象以獨化於玄冥而答之，玄冥亦為一不知之境界，若為可知則又是一超越之道體，郭象拒絕超越之道體，故而玄冥者渾然不知之境界也，根本是一空無一事之空洞概念，因此亦不負責承擔萬物共生共形之原因的角色功能，所以我們說郭象注莊中的本體論思維裏主張了一個沒有道體沒有形上實體的形上學觀點。

　　哲學上對於價值問題的思維，必須依據一形上道體對於意義與目的作貞定之後才有可能，儒者以仁義禮知與誠與善為價值，故而以其為道體，這是形上思維的模式，功夫思維則以主體的自覺為模式，但是自覺之所對亦需明確，儒者即以仁義禮知與誠與善為此自覺之所對，老子講無為、莊子講逍遙，這是道家老莊的價值標的，這些都是作為所有人物及整個存在界的共守原理，若依郭象之說項，取消了形上依據的個物之性後，當它要作為價值的依據的時候，豈不將出現標準繁多、眾物相凌之局，依據郭象在政治事務上的見解，則是將任何時代現象現存的社會條件直接視為當然而予以肯定，而遂行所有個物之企求的合理性，這其中若有任何人物想要突破現狀則是「忘其自爾」、「宗物之外」、「喪主於內」。郭象之批評不可謂不苛刻矣。郭象言：
”天不運而自行也，地不處而自止也，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也。皆自爾。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設問所以自爾之故，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推極到個物之性之自爾者仍然是一個自然的偶然，故而自因不存，無所可知者，則自性之貞定亦無從貞定矣。所接受的也無從判定是否為真正的自性，就在這個意義下我們說郭象把價值的根源給抹殺了，把功夫的鍛鍊之途徑給剪斷了。郭象言：
”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也。”

    「物物者無物」，即是沒有一個使物為物的超越根據，那麼物之為物之確定義何在？在自己的物性之中嗎？但是郭象又非此之論，物之自性是忽然自己就這樣子了的──「皆忽然而自爾也」，如此之個物之性亦是一個無定性之性，個物自己也無從確定這個自性的所定了。如此個別存有者的生命蘄向之貞定便缺乏依據，價值的標的遂不復存。郭象言：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從時間物質序列上言無先物者，則陰陽不得為一先物之存在，自然亦不得為一先物之存在，自然只是一個作用的概念，是物之自己而然的作用，不是一個超越的原理存在者，至道原是一個道體的概念，但是至道也是無此一物的，總之郭象是極為徹底地取消了形上道體的實存性。郭象言：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裡名也﹔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無所不在，所在皆無也。」即再一次地取消道體的存在，既然沒有道體，也就沒有物物之間的別異同體的問題，也就沒有任何的高下判斷，因此現象世界的一切相對判斷之觀點亦皆失去了判斷的基礎，故而不必有任何的相對判斷，無高無深無久無老無上下無高卑，一切經驗差異的界定都是不必為之的。莊子齊物之論中消弭現象的差異是要追求與最高道體的冥合，因為最高道體的整全性超越了一切現象差異的相對性，任何偏殊之性的極致都不如整全道體的深刻，因此應該放棄偏殊之性的極致的堅持，而追求最高的道體的逍遙意境。郭象則以取消最高道體作為差異判斷的根據因而主張當下認定現象的實然為價值的目標，此舉豈非正是打開個物偏殊之極致堅持之可能。郭莊之別實如天壤。郭象言：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生物者無物之說在王弼學中已明言其為一無形無名之物，乃一原理爾，即萬物之宗者，是為老子之道概念，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所以在老子哲學觀念系統中的萬物之生仍是一個有超越根據的道體以為根本者，物非自生，物依道生，道法自然，自然展現一有無相生之律則並顯現一無私無為之玄德胸懷，此為萬物之生之在於老子學中的道體根據，如此之本體論哲學才可能轉出有義理根據的功夫哲學，即無為守弱之功夫。老子與王弼皆持有道體者，郭象反是。郭象言：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突然而自得此生」，所以個物就連自己的為何而生亦不自知，因此任何自以為營生之作亦皆枉然而失其自生，這就是郭象對於價值的說項，於是現實世界中的人事爭逐都失去了意義，人們只需接受眼前的現況即可，因為人們根本不知道自生的目的與意義，因此又何需營生呢。郭象言：
”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關於宇宙始源的問題，在道家哲學系統中到了漢代宇宙論哲學興盛時期即有《淮南子》及嚴君平《老子指歸》之作中予以明言之，其立論之格局仍是一由無形至有形的宇宙發生論的生發歷程說，但是郭象依據無不能生有的本體論論斷而言「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即宇宙從有此宇宙時即已自長存，不能有一個由無形至有形的宇宙發生論，此說亦合理，是為郭象學思應有之推斷。此一永恆歷程上的宇宙觀確實是一明確的宇宙論觀點，但是這個宇宙觀對於本體論問題中的有無道體之根據一事而言仍非即有論斷者，此仍二事，道體不因宇宙恆存之命題建立而即得以取消，以本體論的道體不存仍是一郭象本體論哲學的獨斷。郭象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莊子在＜逍遙游＞篇中強烈表達大小殊異，小者不及大者的意境，其目的即在為他的浩瀚無極的精神追求先作張本，企圖告知世人這世界存在著境界高下的絕對差異，小者永遠不知大者的目標，讓世人在內心準備上先做好要接受打破世俗價值的心理衝擊，故而言說萬端，然而郭象卻一出場就推翻了莊子的言說方向，企圖將逍遙意境的追求當作是現狀的維持之義，莊子固無心於世俗勝負，然而此一無心卻是因為有一蔑視世俗的超越精神追求的嚮往在，而這一個追求的嚮往，便先藉著境界差異的大鵬與蜩與學鳩之比較而彰顯出者[
]。郭象追求直接於個物現象的當下境況中自我肯定生命的安適，所以否定一切個物之間的高下較競之說，個物隨順己境即為逍遙，此一逍遙，言之究極，則為一自是其是無所提昇不作功夫收攝心念當下完足的收斂修養，這是郭象功夫哲學的型態，實則無所謂功夫，因不超昇故，其與一切價值追求的心性鍊養之學盡皆無涉。郭象言：
”夫質小者所資不恃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郭象追求一個個物性份內的自我貞定之理想，拒絕相異個物間的知能較競，這是價值觀的一個型態，但是這不是莊子逍遙游篇的精神主旨，莊子言於大者所積必大之說者乃在突顯小者不能知大之境界差異，郭象卻以理有至分物有定極之說強分個物物種差異之當下自我認定，問題是，物種差異之現象就莊子而言只是一個比喻的言說，企圖說明人物之間的境界高下，而人物的境界是可以藉著智慧的昇華而有所提昇的，若就郭象之言，則人物境界高下之事便不可能存在，人物各在其自以為是的知能性份內自我愉悅即可，不必有性分之外的多餘企想。但是人物性份是誰人決定呢？不知也，於是此一性分確定的工作，豈不再次直接還原於社會地位的角色差異上，而仍然成為束縛世人的禮教鎖鏈，此郭象之說於名教即自然之義下的曲解。這當然緣於郭象在超越道體的否棄之論之義理結果。郭象言：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是故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辛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郭象對於人物價值取捨的最高關切不過就是一個社會政治結構中的角色扮演的取捨，關切僅在政治事務的層面，莊子的理論關切卻是一個超越現實政治的精神境界，政治事務中的角色人格與行事原則是一個不得不然的遭命[
]，如果陷身其中當然要知所自保，但是真正的智者卻應該是遠離政治的，這就是莊子是一個出世的哲學家的型態，莊子絕不會以身在廟堂而不顧毀譽自作清高自飾聖人虛言山林還以跡說冥以冥命真。郭象之所論，即為肯定政治結構中的上下階層之絕對性分之差異，以開希幸之路之說批評求官冒榮之小人，這樣的價值觀點也確實是社會政治事務中的一種型態的價值觀點，但是此一層次的觀點並非莊子的關切，莊子根本就不在廟堂之上，亦無須批判廟堂中的小人，更不可能為了身在廟堂之中的身段的維持而小心裝飾自己的心境，當然也絕不會為了身在高位的政治人物的處境而予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之理論上的肯定。莊子為廟堂上的君臣說情就不是莊子了。這是郭象的價值型態，不與權勢對抗就是任物之性，這樣的生存哲學是魏晉時人自保的法門，也是他們少數可以選擇的一條可走之路，確實有用，也應該如此，因為也無從逃避，這是魏晉時人的悲哀，但是理論上的價值命題可以不是如郭象的型態，老子的生存哲學也可以做到在現實中的如此委曲求全，但是衷心還有取天下的目標在，佛教的因果業力觀中也可以如此委屈，因為心中有個忍辱行在。

八、郭象轉化莊子神仙說而建立跡本論的原典疏解

郭象對於涉俗之政治人物的心理意境作出了既能歸本山林自然之趣，又能勞心於仁義是非之場的跡本合一之解說，此說在文脈的借路上是取自莊子言說神仙之若干文字之疏解而得的，此說僅從心理意境之歸趣上說，卻不能建立於任何仁義道德的價值基礎上，因為形上道體已為郭象所取消，郭象此一既在官場又心嚮神仙的意境只能是一個落空的自我心態的當下調理而已。郭象言：
「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此說首先將莊子論於逍遙自適與造化者游而捨棄世俗價值的命題轉譯為在世俗中的超越心境，從而為肯定世俗價值作出義理準備。郭象言：
”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郭象另言：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裡，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茍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事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在處理聖人境界及它在世界觀中郭象採取了轉化莊子神仙說的做法，將莊子說神仙的生活情貌說成是聖人心境上的情態，從而解消了它在世界觀所帶動的價值觀的衝擊，然後再把這樣的聖人心境的情態論說為聖人的本來面目，而把聖人在世俗中的辛勞說成是聖人的外在形跡而已。此即郭象之跡本論。郭象言：
「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跡則堯也。自跡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

　　莊子以人間帝王見到神仙境界而喪失了平日價值堅持的正當性，郭象卻以堯亦有神仙心境而游心於絕冥之境，認為堯其實心中並不執著於擁有天下者，這就是名教中人之自以為自然的心情寫照，此說將一切在名教中耽游之人物之心境當下合理化，那些在官場中得享富貴權勢的人物都是以官場為自己生命的不真實的一部份，而其真實的一部份卻是莊子的逍遙意境。郭象言：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至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睹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冥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郭象以人間聖王之境界乃一外內相冥者，雖有治世之跡更有歸本之冥，世人見不及此，以為聖王皆勞神廢形之人，實則不然。故而莊子寄方外以說聖人，莊子並非只論方外而已，孔子亦非只為方內而已。此說混淆莊子寄言諷喻之意，以莊子為為位高權重之人建立外內相冥的聖人境界，郭象與莊子之意境差異大矣。郭象言：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跡耳。我寄斯跡，而跡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跡愈粗。粗之與妙，自途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衿愁之貌，仁義之跡，而所以跡者故全也。”

　　堯舜湯武乃人間帝王，然皆已達聖人之境界，此其本也，「雖有衿愁之貌，仁義之跡，而所以跡者故全也。」郭象全體一齊，完全美化了所有人間帝王的境界，其內心仍有所以跡之全者也，即郭象轉化自莊子書中言神仙意境的聖人心境者。所以人間帝王也是出世的神人。

九、結論：

　　本文從魏晉王弼、裴頠、郭象之作中探討魏晉玄學中的本體論哲學問題，從中取得了思考中國哲學本體論哲學基本問題的若干方法論觀點。首先，由於王弼從對道體的存在性徵中推出無為的處世智慧，這樣的哲學義理建構之途，逼出了我們對於本體論哲學兩路思維的義理定位。實存性體負責價值態度、終極意義，同時成為本體論進路的功夫入手，抽象性徵負責存在徵象的抽象解說，同時作為境界情況的同義辭，王弼在此混淆，而老子亦未能適予合一，如果我們仍然認為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釐清是中國哲學方法論發展的主要途徑，這或許就是指出了一個本體論哲學與功夫境界哲學仍有待開發的義理空間。其次，關於《崇有論》在義理上的定位，一則其僅是一政治關懷之作，其哲學問題意識更是未進入狀況，不值多論。第三，郭象注莊原有人生關懷的深度思維，原亦圖於形上道體中解決之，無奈其所解決之方法竟為取消道體，任物自性，如此則一切個物性份便缺乏任何超越的價值根據，終究將形成一更大的社會混亂。如此說來，從基本哲學問題研究出發，準確定位問題意識的關懷層次，清晰地推演義理關聯互動的理論模式，是為保證哲學體系形成堅固價值基石的重要條件。

　　我們從以上魏晉玄學的本體論研究中得知，價值意識的根源，仍應定位於道體的實存性體之中，故而本體論哲學的建構仍是中國哲學基本哲學問題中的根本環節，不可忽視更不可否定，相反地更應對於本體論哲學在義理型態及命題推演上建立更多的解說模型，以作為發展中國哲學及創造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基礎。本文之作，亦即為在此一方法論問題意識的關懷上，藉由魏晉玄學的命題義旨，而適度地建立模型，而有以推進於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基本哲學問題之思考。雖然我們認為王弼與郭象的本體論建構皆有所缺失，但他們畢竟都是用心的哲學家，都在義理建構上推進了中國哲學的哲理規模。

� 本文已發表於2001年4月，� HYPERLINK "https://nscnt12.nsc.gov.tw/My%20Webs/3book/basic/bas09.htm" �＜魏晉玄學中的基本哲學問題＞�（下），香港《人文論壇》二千零壹年四月第八十八期　香港人文哲學會出版。2001年3月，� HYPERLINK "https://nscnt12.nsc.gov.tw/My%20Webs/3book/basic/bas09.htm" �＜魏晉玄學中的基本哲學問題＞�（上），香港《人文論壇》二千零壹年三月第八十七期　香港人文哲學會出版。


�：參見王弼著《老子指略》。《老子周易王弼著教釋》樓宇烈教釋，台北華正書局，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老子指略》。


�：參見《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王卡點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版。


�：參見嚴君平《老子指歸》王德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


�：老子十五章。


�：老子十七章。


�：參見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二卷，「就注老而言，有關價值及自我境界之部分，王弼皆無所見。」頁一六五，一九九一年增訂六版，台北三民書局。


�：老子第一章王弼注。


�：老子第一章王弼注。


�：老子第五章王弼注。


�：參見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


�：參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顯諸仁，。。」繫辭上傳第五章。


�：老子十四章王弼注。


�：老子二十一章王弼注。


�：老子二十三章王弼注。


�：老子二十五章王弼注。


�：老子四十章王弼注。


�：老子五十一章王弼注。


�：王弼《老子指略》。


�：參見王弼言：「玄謂之深者也，道稱之大者也，。。。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者也。」《老子指略》。


�：參見：「由漢代的宇宙構成論到玄學的本體論，標誌著哲學思想的進步。」《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頁二，任繼愈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


�：裴頠《崇有論》。


�：牟宗三先生對於郭象所言之跡本論之說者頗有相契，且多有言及並發揮之，此卻正為作者所反對者。參見牟宗三著《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一講：魏晉玄學的主要課題以及玄理之內容與價值＞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參見：「他要證明自然就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超越的玄冥之境不在名教之外，而就在名教之中。」《中國哲學問題發展史－魏晉南北朝》頁二一七，任繼愈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


八年四月出版。


�：莊子則陽篇郭象注。


�：莊子逍遙游郭象注。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


�：莊子庚桑楚篇郭象注。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


�：參見拙著《莊周夢蝶》＜齊物論篇罔兩問景──被決定的命運＞台北書泉，一九九七八月，初版二刷。


�：莊子天運篇郭象注。


�：莊子知北游郭象注。


�：同前注。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


�：莊子在侑篇郭象注。


�：莊子天地篇郭象注。


�：莊子知北游郭象注。


�：莊子逍遙游郭象注。


�：參見拙著《莊周夢蝶》台北書泉。


�：莊子逍遙游篇郭象注。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


�：參見拙著《莊周夢蝶》＜人間世＞篇之注解。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


�：莊子逍遙游篇郭象注。


�：同前注。


�：莊子逍遙游郭象注。


�：莊子大宗師郭象注。


�：莊子在侑篇郭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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